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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语义学”开栏按语】  从兴起于欧美并逐渐向日本、中国等地播散的概念史、历史语义学、

关键词、观念史等研究路径和方法，到由冯天瑜先生提出并实践的具有本土理论意义的历史文化语义

学，学术界对于几百年中国文化现代演进的探讨，逐渐从政治、经济、制度等深入到构成文化的基本要素

——语言，并以核心概念和关键术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考词作史，由厘析概念古今演变、中西对接的历

史脉络透见思想、文化的变迁。当前提倡构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

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语义学

考索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历史文化语义学理路，与中国传统以字词考释进而追索意义演变为基旨的训诂学一脉相承，与冯先

生幼承庭训的小学训练、青年治史的学术见解以及有所成就之后广涉诸家的治学经历有密切关系。历

史文化语义学是在中国传统学术基础之上吸收概念史、语义学等西方现代史学方法，并将其用于解释中

国文化现代进程的重要理论创造，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对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推进有重要

的积极意义。

历史文化语义学在以传统的训诂学为思想渊源的同时，秉承陈寅恪先生“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

史”的名论。而冯天瑜先生以几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实绩，很好地诠释了这一方法在中国文化演进的

整体研究和一个现代概念在古今中西语际实践中生成、演变的纵向研究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由他

所撰写的《新语探源》《“封建”考论》《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近代汉字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日文化

互动研究》等书，是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领域的典范之作，在研究格局上实现了三个层面的结合：术语生

成演变的一般性历史叙述、核心概念的深入考辨以及转型期中国文化史的重新建构。这三个层面彼此

互为呼应，共同勾绘出几千年中国文化生成、演变的壮阔图景。

历史文化语义学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也是冯天瑜先生未竟的学术事业。谨此刊发先生

遗文，以志纪念，并以此勉励更多有志后学继承先生遗志，将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继续发扬光大。

——主持人：余来明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从训诂到历史文化语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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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字、词是语言自由运用的最基本单位，人们在语言实

践中致力字、词的知识考古，在古与今、中与外的意义世界寻觅异同、探究因革，由字通词、由

词通道，这恰与当下流行的概念史研究、词与物研究相贯通。这门兴味无穷的学问是历史

的，也是文化的，故可命名“历史文化语义学”，它脱胎于中华历史悠久的训诂学，是从训诂这

一劲拔的老干上生发出的生气盎然的新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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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是文化的创造物，却非先天具有，需要通过后天习得。

可略举例证：自幼被野兽带走，脱离社会的“狼孩”“豹孩”没有语言能力；明成祖朱棣夺取侄儿建文帝皇

位后，把建文帝的两岁儿子朱文圭禁锢后宫，不许与人沟通，55年后，明英宗方将其释放，完全脱离人群

生活的57岁的朱文圭不会讲话，没有社会意识①。于此可见，语言问题（尤其是语义问题）主要不能求解

于体质人类学，而须追究于文化人类学。

语言与思维二者之间互相依存。语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是人类组成社会的必要条件。从这

一意义上来说，具有思维能力、组成社会的人，又可以同时兼称为“社会动物”“语言动物”和“符号动

物”②。在人类文化进程中所形成的语言，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三个要素，三者当中，词汇的意义（语

义）尤其具有历史运动性和延展性。对语义的考究，传统中国称之“训诂”，今日可命名“历史文化语

义学”。

一、词语昭示意义世界

荀子曾对无机物与有机物加以区别，进而陈列有机物内部的植物、动物与人类的分野：“水火有气而

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尊为“天

下贵”的人类，何以能够做到“有知且有义”呢？有论者将其归因于人具有感知能力，这样的看法仅仅只

是揭示了人的动物性特征，尚不足以概括人类的优势。有的动物尽管感知力超强，但它们并不知“义”，

没有上升到理性高度，原因在于其缺乏思维力，生命活动限定在本能阶段。唯有人类，在感知能力基础

上升华出“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2］（P24）。惟因如此，人类才能赢得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的自觉意识。

人类何以能够进行思维，成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呢？其原因在于，唯有人类才形成了具有

概括力和普适性的概念。爱因斯坦曾指出：“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3］（P409）通过运用概念进行分

析、综合、归纳、演绎，实现人际间的理性沟通，并进而组成社会③，创造文明。然而概念并非只是悬浮于

空际，还须通过命名（或曰词化）以进入语用实践当中，并最终达成思维。在这一意义上，人类之所以区

别并超越动物，乃在于人类掌握了“名”，成为“语言动物”。

作为概念物化和思维工具的词（即“名”），是语言中能够昭示文化意义和自由运作的最小单位。《左

传·桓公二年》中有“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的说法，《国语·晋语四》中也说“正名育类”。只有有了词

（“名”）的创制之后，人才能够进入意义世界，并由此对实在的万物进行意义上的归类。

俗语云 “一词一世界”，通过字、词这一语言的窗口，可以透见背后的意义层面，并由此进入“文化史”

之广袤天地。

二、考词作史的文化史研究理路

中国传统学术历来重视“名”（字词为其具象）的研究，此即所谓“循名而责实”。近代以来将字（词）

义的考辨明确导入文化史研究的，则是梁启超、陈寅恪二先生。梁启超指出，开展国学研究主要有两条

大路：其一为文献的学问，即通过运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对国学进行研究；其二则是德性的学问，即通过使

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进行研究。前者便是民国时期兴盛一时的“整理国故”，而从国故学研究而言，古典

的“一字句都有极可宝贵的史料”，须从汉字辨析入手。梁启超1923年在东南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

① 王廷相《龙门书院学辨》记其事云：“赤子生而幽闭，不接于人间，壮而出之，不辨牛马矣；而况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节度乎？”

② 一些鸟类和兽类也可发出复杂的音响，达成彼此沟通，但这是动物的本能所致，而人类的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

符号系统”［1］（P7）。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可以被称为“社会动物”“语言动物”“符号动物”。

③ 某些“社会动物”，如蜜蜂、蚂蚁等凭本能组成“社群”，与人类“社会”分属不同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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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单音文字，每一个都含有许多学问意味在里头。若能用新眼光去研究，做成一部

《新说文解字》，可以当作一部民族思想变迁史或社会心理进化史读。［4］（P19）

陈寅恪所指示的方法也与此类似。1936年2月21日，沈兼士写成《“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后

寄示陈寅恪。陈先生阅毕，于1936年4月18日致函沈氏说：

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定义

者，以寅恪所见，惟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5］（P60）

从内容上看，沈氏所作之文并没有满足于“鬼”字的流行义，而是一路向上追溯其原义，从考察概念

的“起源”入手，沿着“鬼”字的甲骨文一路向下，追寻其在中国文化典籍中语义的演变，以求得“本质上”

的理解。他的这一研究思路表明，只有探讨字（词）义的起源与发展，才能避免望文生义、浅尝辄止等情

形，从中窥见某一领域的文化史真相。与之类似，前于沈氏的乾嘉考据学家，如阎若璩、惠栋、戴震、段玉

裁、王引之、王念孙、阮元等，也多有相似撰著，以“求字”之理路，探讨文化史之实。而至近代以后，类似

为学路径已不多见，因此陈寅恪予以特别提倡。后来钱钟书撰写《管锥编》，运用古今中西法，对中国古

典进行缜密考疏，也都是由一字之义的考索，以透见文化史奥处，进而树立诠释学法式［6］。

用于表达概念的词（字），不但是语言中具有独立意义的微观世界，同时也是文献、文化的缩影［7］

（P12）。笔者曾先后撰写《新语探源》《“封建”考论》《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等著，遵循“解释一字，即作

一部文化史”理路，通过释字、解词、析句等不同方式，考辨字词在古今中外语际间旅行过程中意义演进

的历史脉络，以此迎接“文化史研究读词时代”的降临。相较于传统训诂之学，考索之对象多为近代以降

生成的关键术语和核心概念，其语义变迁的历史文化语境则多涉及古今中外的多维场域。

由关键概念辨析切入以探讨文化史演变的奥义，为中外学人研究之共同路径。20世纪初，为纪念新

世纪到来，多国学者联手编纂26卷本《社会科学行动科学国际百科辞典》，每个词条释文在5000个英文

单词左右［8］（P16-17）。此一宏巨成果，昭显出现代学科中词语、概念研究的蓬勃之势。从汉字文化圈的

情形来看，这样的研究同样方兴未艾。以笔者的《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而言，“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饮”，勉为选取30个关键词（多为原起古典，历经演绎，至明清之际以及清民之际在中外文化接触中逐渐

生成、演变、定格的近代新名），按照这些关键词生成机制的不同，将他们主要分为古典引申、新名创制、

语义假借、侨词来归、借形赋意、名实错位等六类，追索词语的来路与去向，以揭示近代以降中国文化演

变的历史脉络及其主要内涵。

由考析概念之语义变迁而探讨文化史之进路，不仅为史家所识，亦为科学研究者所体悟。物理学家

杨振宁认为，只有当我们反复学习前人研究的各种思想和概念，并且将这些思想融会贯通之后，才能够

看到前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9］（P320）。由此而言，每一概念所指示现代意义的准确内涵，须通过对其生

成、演变、定格的历史过程予以认知，方能真实地把握。在此背景下，汉字文化在几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

所具有的坚韧、稳定的主体性，涵泳万方、宏达开放的包容性，以及行健不息的生命力，也或许可以让研

究者在此过程中洞若观火。

三、训诂学传统与历史文化语义学之展开

现代西方概念史研究自成一路，蓬勃发展。吾友祖慰兄曾叙述其大致情形，指出自20世纪西方哲学

发生“语言学转向”，语言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起点和基础。英、德、法史学界受此启迪，将语言中的

“概念”视为历史积淀的重要载体。史学家通过对语言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主导概念”和“基本概念”展

开分析，揭示历史变迁，诞生了从概念史入手的新史学［10］（P54-57）。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

（1966年）中亦曾指出，“语言”不再是直接与所命名之物相似，而是通过表现为另一种形式而成为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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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从而使自身包含在真理既被宣明又被表达的空间当中，语言与世界二者之间所形成的是一种类推

关系。这些在西学哲学、史学研究中影响广泛的观点，对当代汉语学界同样颇有影响，有人认为当下中

国的概念史研究完全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在笔者看来，我们正在拓殖的历史文化语义学固然获得了

西学的启迪，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训诂学的影响。从训诂学到历史文化语义学，其内在理路一脉

相承。

祖慰兄曾经询问：您是否因西学的启迪方走进概念史研究？我略加反顾后答道：鄙人步入历史文化

语义学领城，并非自阅览西书始，较早并主要是受到传统的考据学—训诂学引导，中青年即形成考辨概

念的习惯，至晚近才开始涉猎“语言学转向”的前卫论著（如《词与物》）。在此一为学之路上，中西学术的

影响很自然地融为一体。

语言所具有的意义的形成和演化，通过概念的词化而最终得以实现。考析词语意义及其演变的学

问，通常被称为“语义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则被称为“训诂学”，又或是称之为“训故”或者“故训”［11］。

章黄学派代表学者之一黄侃即曾指出：“盖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意即“训诂”就是“解释”。诠

释学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的，不宜简单认作舶来品。从汉迄清的两千余年间，中国学术的主干之一是经

学，而经学以小学（主要内容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等）为羽翼，尤其是与训诂学互相应援。这种治学方式

兴起于汉，经过唐、宋时期的发展，至清代以后大盛，对汉字文化圈诸国的学术都影响匪浅。中国确乎是

诠释学的祖国之一。吾少时即从先父庭训中略知许慎《说文解字》的释字方法，又翻阅《匡谬正俗》《说文

解字注》《癸巳类稿》等训诂学著作，养成了凡是遇到重要字词就不禁要对其考证一番的习惯。在几十年

治学过程中，尤服膺清代学者戴震的名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之于心曰：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12］

（P57）戴震的“求道”之路从识字开始，而“识字”须以“六书”①观照，进而求得形上之义。在同文中，戴震

又将文字的训诂与经籍的诠释二者贯通一气，认为学者唯有对六书、九数、制度、名物等展开详细考辨，

才能做到“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此外，他还曾引述桐城派学者叶书山的说法，告诫学者应防止不

良的为学倾向：“学者莫病于株守旧闻，而不复能造新意；莫病于好立异说，不深求之语言之间以至其精

微之所存。”［12］（P60）在他看来，只有从语文训诂入手，方可“通道”，探寻精微之所存。

受先哲教言启发，笔者从1980年代开始先后撰写《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

等书，对 “中华”“文明”“文化”“民主”“共和”“自由” “经济”“元典”“封建”等概念之古今演绎、中外对接

等情形加以详细探究。后受邀赴日本讲学，结识了日本著名学者谷川道雄、中岛敏夫、沟口雄三、柳父

章、加加美光行、荒川清秀、铃木贞美等贤达，此外又与史有为、孙江、黄兴涛、方维规等学者论学交游，浏

览日本出版的几十种以一个词著称成一本书的“口袋书”，从中领悟了概念史研究的具体操作方法，并将

其运用到汉字文化重要概念的实证考析当中，先后撰写了《新语探源》《“封建”考论》《三十个关键词的文

化史》等著作，关注核心概念在中、西、日间的互动、迁徙情形，同时致力于核心术语和关键概念的纠谬

返正。

四、借词辨析与新语生成的历史文化语义学考察

近代以降，从训诂走向历史文化语义学，面临最突出的新形势之一是“借词”的巨量涌现。借词作为

语言发展的重要形式，在中外语言演变过程中概莫例外。从汉语演变的历史来看，其间曾经历几次较为

剧烈的变化，其中之一是晋唐以下汉语系统大量借用来自南亚的佛教语汇，而自近代以降，欧美日本语

汇大量输入，其规模及影响之深巨更是空前。修辞学家陈望道将语言分为“内发语”和“外来语”，从生成

① “六书”之名初见于《周礼··地官··保氏》，西汉末刘歆《七略》对六书作归纳；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将古文字构成规则概括为“象形、指事、会意、形

声、转注、假借”，谓小学功夫“先以六书”。

··48



冯天瑜： 从训诂到历史文化语义学

路径来看，前者为本民族语言内部的创造，后者则是从外路输入，而伴随其间的是新知识、新事物、新势

力的输入［13］（P146）。汉语作为一种开放的语言系统，在几千年发展演变过程中，既不乏对外输送词语的

情形，同时又存在广为采借外来语的现象，即所谓的“借词”。历史文化语义学重在讨论词义演化，因而

所涉“借词”也多为意译词。

“借词”是语言作跨文化旅行的表现。借词以新名的形式进入借方词汇和文化当中，通过增加借入

方的词汇数量，丰富其表现力。“借词”的出现，常常通过翻译的形式而得以实现，究其实质，乃是以不同

的语言来表达同一思想，其立足点是不同文化之间概念的普世性和通约性。翻译的主要任务是再现被

译文本的思想，而不是为了重演原文的语音，因此“借词”除了音译（如德律风、盘尼西林、阿司匹林、沙

发、苏维埃、英格兰等）之外，更多时候都采用意译的方式。德国汉学家李博曾将汉语借用外来概念的方

式归纳为四种：第一种为音位借用，第二种为借助汉语语素来表述外来词，第三种为前二种方式的混用，

第四种为字形借用。而常用的是第二和第四种方式［14］（P4-5）。本文所说的“借词”，也大多出此二法。

汉语系统借词于域外世界，与中外文化交通史同步，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凿空”西

域的汉唐时期，主要是从中亚、西亚诸国借词，其间产生的新语大多属于形而下的器物名称，如葡萄、胡

萝卜、核桃、苜蓿、胡瓜、胡琴、石榴、唢呐、琵琶等。第二个阶段则是两汉以降佛教进入中国的数百年间，

期间出于翻译佛典的需要，用于表述佛学思想的汉字佛词大量涌现。例如，丁福保1921年编《佛学大辞

典》，总共收词三万条；日本学者望月信亨编《佛教大辞典》，收录佛教相关的名相达到三万五千余语。其

中大多数都属于形而上的名目，如当下仍然在中国语文中普遍使用的现在、世界、真谛、觉悟、因果等语

汇，都是出自于佛典。佛典当中出现的仅用于表述“短时间”的梵语汉字译名，迄今仍为人们所习用的就

有弹指、须臾、瞬间、刹那等。此外还有像当头棒喝、天女散花、借花献佛等成语，也都是最早出现在佛教

典籍而沿用至今。第三个阶段是从近代以降的中国学术现代化时期，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外士人借助

于汉字将数量丰富的西学术语和概念“词化”，创制了大量的汉字新名。对于此一现象，语言学家王力曾

指出：“佛教词汇的输入中国，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15］

（P525）虽然都属于新语创制，近代以降西学术语的数量要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这一

汉字新语大量出现的情形，也为我们由考辨词语的源流探讨历史文化的变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思想

内容。

自明末来华耶稣会士输入西学，至晚清来华传教士带来西方近代科学、文化，随着西学东渐的渐次

展开，以表达新思想、新观念为旨归的“借词”规模渐增，其来路复杂，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各呈现不同

情状：其一，明末清初，由利玛窦、艾儒略等入华耶稣会士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士人合作译制的新名。

其二，清代中叶，由入华的新教传教士翻译和创制，魏源、徐继畬等中国经世派学者所纂集的新名。其

三，清代晚期，依托于西学出版机构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翻译、创制的新名，其中如来华传教

士艾约瑟、傅兰雅、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中国士人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贡献尤大。其四，清末民初，

日本译制的汉字新名输入中国。此后则进入主要由国人（如严复等）作为主体的翻译、创制新名阶段，日

本所创制的汉字新名虽然逐渐较少入华，但仍继续发挥影响。

汉字具有强劲的表意性，不但具有稳定的义位，并且大多数往往是一字多义。相比较而言，意译词

能够较大程度地发挥汉字所特有的表意性，并由此昭示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内蕴。同时又有音译＋意译

的方式，如卡片、啤酒、芭蕾舞、绷带、坦克车、霓虹灯等；有时连音译也取音意兼顾的组合方式，如俱乐

部、逻辑、维他命、可口可乐、拖拉机、迷你裙、托福、保龄球、黑客、奔驰等，在表音的同时，也包含了意义

的暗示。严复翻译Utopia一词，取汉语“乌托邦”三字，在与之进行对音之外，也有“乌有寄托之乡”的联

想，昭示空想主义意蕴。钱玄同1918年3月在《新青年》发文，把“乌托邦”释为“乌有寄托”，也深得严译

之旨。

通过借词创制新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语言现象。王国维20世纪初评价新学语的借取说：“处今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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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16］（P1-5）语言学家陈原也认

为，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都不会害怕同别的语言进行接触，也不可避免地会借入自己语言中所没

有而出于社会生活发展所需要非有不可的语汇，同时也不可避免会向外出借别的语言没有而出于某些

需要不得不使用的语汇［17］（P287）。作为一种跨文化现象，借词的产生既包含了跨文化适应，即出借方和

借入方二者之间的彼此涵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跨文化传播阻力，甚至相互间发生跨文化错觉或

者跨文化曲解 ［18］（P2，168，226）的情形。以上两种情形，均是历史文化语义学需要探讨的问题。

近代以降，与西学东渐的不断推进互为呼应，汉语系统通过借词以创制新语的现象颇为普遍，诸多

学科领域的核心概念也往往由西洋或东洋引入，成为表达新思想、新观念的重要指征。对这一轮规模空

前的外来语输入，国人的反应表现得颇为矛盾：一种看法认为，其出现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他们看

来，西方自近代以后学术先进，中国的发展需仰赖于西方现代思想、技术的推动，因而对于其思想、观念

和术语应当大量汲取，惟此才能有望取得进步，从而踏上现代化的快车道。而想要采纳西学思想和现代

化经验，就必须要吸收其概念和术语，仿效其语文表述。此即语文的西化合理论。与之相反的看法则认

为，中国语文的西化乃是一种背弃祖宗的行为，必须加以反拨。他们主张应当以中国固有的范畴系统，

如道器、有无、阴阳、自然、体用、形神之类等，取代沿用百年西学范畴系统，如本质、位置、关系、空间、时

间等。这种看法，可以被称之为语文表达的回归国故论。上述两种看法当然都自有道理，体现出基于不

同文化发展路径的思考和选择，然而如果只是坚执其中一端，不免失之偏颇。参照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

趋势，可行的路向和做法是——中外交融，也就是在用外来语文去“格义”本土语文的同时，又以本土语

文对外来语文进行“格义”，最终达成内外语文在概念、意义等层面的逐渐涵化，在建设“融会中外”“守先

待后”词群的基础上，实现表述日益丰富的新文化、新思想的目的。

中外格义的前提，是借入方文化主体要有深厚的底蕴。在这一点上，反是外国学人更有较深体悟，

如19世纪以中文译介西学最有成绩者之一的来华传教士丁韪良，总结自己用中文翻译《星轺指掌》《万国

公法》的成功经验，就曾明确指出，渊博的中国文化学养是他能够成功翻译的重要原因。他赞叹中国文

化说：“除了希伯来人之外，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曾经从古人那儿继承过这么珍贵的遗产。”［19］（P32）自

1850-1855年间，丁韪良学习了大量的儒家经典，正是由于对中华元典的谙熟，让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得

到巨大提升，为他在翻译过程中实现中西语汇的相互格义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五、历史文化语义学视域下日制汉字新语的重新检视

谈到“借词”域外以及近代以降中外语文逐渐涵化的情形，就需要对中日语文互动的复杂状况进行

深入讨论和辨析。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都以汉字作为其文化表达的媒

介，因而其文化发展也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切影响。古典时期汉语词汇的流向是中→日，近代前期也仍然

是中→日，到了近代后期才开始转为日→中。日本创制的汉字词大量输入中国，主要发生在甲午战争之

后的清末民初（1896-1919年）。这一时期日本凭借学习西方而步入现代化的快车道，并在与古老中华帝

国的较量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在此背景下，打上了日本印记的汉字新名大量产生，并向中国广泛传播。

然而其间情形又并非只是简单输入，而是呈现复杂的状态，须作细致辨析。其中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近

代中国所用的新名词有“七成”来自日本，如果去除了这些“日源词”，国人便难以说话作文。这一看法长

期以来广泛传播，耸动视听，需要我们仔细考量，以辨明真伪。

日本创制的汉字新名清末民初大量涌入中国，曾被称为“日本名词”“东人之新名词”“东洋派之新名

词”“日语借词”等名［20］（P3-6）。这些日制汉字词及与之相关联的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在输入中国之

后，对近代中国影响甚大，形成了所谓“东文入华”的泱泱大势，一时之间引发了国人中国语文行将灭亡

的担忧。然而对其在新名中所占的比例，则不能信口言说，而是需要诉诸具体的统计。以学界颇具影响

的几种辞典和研究著作为例，至少可以形成以下两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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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入华日制汉语的规模有限，并非构成古今外来语的主体。刘正埮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收录

外来词万余条，其中日本汉字借词800多个，占一成左右，在近代新名中占比约为二成；岑麒祥所编《汉语

外来语词典》，收录汉语外来词4370条，其中日本汉字借词占比与刘氏等人所编辞典大体相当。陈力卫

统计近代新名中日源词所占的比重，得出的结论也大约是在二成左右，其中比例最高的政治、法律、经济

等类的日语借词，也只有三成左右［21］（P475，477）。此外还有中国、日本、欧洲等国学者，也都曾就相关词

汇作过类似统计，其看法也与上述观点类似。

其二，入华日制汉语的影响甚大，是构成现代表达的重要内容，却也并非失之便不能言，且其渊源与

古典汉语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两种《汉语外来词词典》以及《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所列800多个

“日本借词”略加辨析，便不难发现，其中有将近200个借词事实上为中国文献所固有，另外有差不多500

个借词，则是赋予了新义的中国古典词，或是借用的明清时期中国翻译西洋概念所创制的汉字词，而真

正属于日本创制的汉字新词则仅有100个左右。又如有学者对《新青年》出现的中日同形字词进行研究，

发现在总共2912个词当中，有2165个都有中国古代汉语的出典；此外有179个词有中国古汉语的出典，

但同时产生了新义；没有中国古代汉语出典的则有 420 个［22］（P35）。虽然只是个案研究，却可以从中看

出，认为中国近代汉字新名多半来自于日本的说法乃是误识。

近乎于夸张的“近代新名多半来自日本”看法之所以会流行一时，甚至迄今仍屡见于学者表述，其原

因大致有二：其一，数典忘祖。其二，轻忽自身的文化新创。明末清初和清代中叶两个时期出现的汉文

西书，曾经一度走在非欧各国的前列，虽然遭国人无视，却因此而让西方汉学家称赞中国是“在近代曾是

欧洲之外第一个接受西方科学成果的伟大文明古国”［23］（P67-68）。19世纪中叶中国先进士人以及京师

同文馆等译书机构对西学的编纂评介，在同一时期的东亚也堪称先进。这些晚清早期产生于中国的汉

文西书，对当时的汉文化圈诸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幕末明治初期日本接受西学，即曾予以大量采借。然

而由于制度性的缺陷，明清时期颇受冷落的汉文西书，在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却得到大量翻印，从皇室

到武士都竞相阅读。与此相联系，前近代和近代早期在中国涌现的大批学术新名也大多在本国遭到轻

忽，却在日本江户、明治时期得到普遍使用，被用于对译西语，形成了新名学科系统，反在清末民初输入

中国之后被视作日制新语。清民之际由日本入华的大量汉字新名，如自由、社会、代表、单位、发明、范

畴、讲师、标本、规则、传播、数学、教授、博士、物理、解剖等，追根溯源，大多在中国古典中都有其踪迹可

寻，在意义上也并非完全割裂，因而不应当以“日源词”视之。

近代日本人在译介西学概念时，还曾大量借用汉译佛词，如世界、真理等。其他如以“意识”译 con‐

sciousness，以“功德”译 beneficence，以“自觉”译 apperception，以“世界”译 cosmos，以“化身”译 avatar，等

等。如果我们不仅仅只是把汉字视为中国所独有的语言系统的话，这样的新语创制实际上与今日所说

的“日源”有着很大不同。在语言发展过程中，这些出现于日本的汉字新语，仍然处在“汉源”词语发展的

脉络之上，其用于翻译西语的词汇为汉字固有词汇，而并非出于创制。这类词语，往往是将古汉语义、梵

语义、西语义及日语义等互相综汇融贯，笼统称之为“日源词”并不妥当，称为“古典翻新”或者“侨词来

归”更接近词语生成、演变的实态。

诸多今日通用的反映近代学科概念的汉字新名，一度曾被误以为是“日源词”，实为明清之际和清中

后叶中西士人合作创制的汉字新语。出现这些新名的载籍都是在中国得到刊印，笔者称之为“早期汉文

西书”（明清之际成书）与“晚期汉文西书”（清中末叶成书）［24］（P7-168）。将这两批汉字新名称“日源词”，

并不恰当。“早期汉文西书”是指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输入的汉文西学著作，如利玛窦、徐光启

合译《几何原本》、艾儒略《职方外纪》等。这些早期的汉文西学著作，是日本江户幕府时期研习西学、以

汉字新名译介西学的主要来源之一。“晚期汉文西书”是指晚清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译

出的西学著作，同样也曾被幕末明初日本人广为采借，成为他们翻译西学的重要参考。如《东西洋考每

月统记传》译制的汉字新语“公会”、“魁首领”（总统）、“拿破戾翁”（拿破仑）、“国政公会”（简称“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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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炊气船”（蒸气机推动的轮船）、“经纬度”、“新闻纸”（报纸）、“新闻”，等等，在幕末明治初年被

日本所借取，成为对译西学概念的重要语汇，有的虽被他词取代，但从中可以看到相互间的亲缘关系，有

的到了今天仍被使用［25］。同时期或稍后参与《六合丛谈》著译的中外人士有艾约瑟、慕维廉、王韬等，共

同译创了许多科技类、法政类汉字新名。根据学者研究，《六合丛谈》中中日都有共同出处的600余个汉

字新词当中，属于中国典籍固有而后传入日本的共有 200 余条，来自于中国早期汉文西书共有 60 条左

右，如纬度、海峡等［26］（P130-160）。佐藤氏根据《六合丛谈》所作的考释，在晚清早期的汉文西书研究中

虽然只是个例，却足以证明19世纪中叶来自中国的晚期汉文西书对日本语汇所具有的广泛影响。这些

著作，曾是东亚汉文化圈诸国早期输入西学、开启现代智慧的重要参考。而通常被研究者认为的所谓

“日源词”，其中有不少就出自于早期汉文西书和晚期汉文西书。

入华欧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士人合作翻译西书的高潮集中于1860-1895年，此间正值日本明治维新

期间。这一时期，来自中国的汉译西书是日本学人研习西学的重要来源。日本学者对此有详细论述［27］

（P3-7，147-149）。日本学者荒川清秀对刘正埮等《汉语外来词词典》的一些误判曾予以驳正。如《汉语外

来词词典》认为是日源词的“热带”，经过荒川教授研究，发现其首次出现是在明末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

与中国人合作出版的世界地图上，因此特撰文证明包括“热带”在内的一系列地理类汉字术语均源于中

国。他曾撰《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以地理用语为中心》一书考订地理、气象类汉字新名，

指出它们大多为早期汉文西书中出现的新名，在幕末时期传入日本。

综合来看，上述所论几类汉字词，有的并不是由日本学人创制的“新语”，而是属于“旧词复兴”，或者

可以称之为“古典新变”；有的也并不是“日词入华”，而属于“侨词来归”，经历了中日之间的文化环流。

这些新名的产地都在中华，而并非是在日本。将其一概视作“日语借词”，并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

其间存在着“中国首创”“翻新古典”“回归侨词”等情形，并非只是“日制汉语入华”。恢复中国语文进程

的本来面目，是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关注现代汉字新语生成、演变的基础。

六、历史文化语义学视域下概念误植的辨析

在古今中西视域中推进训诂学及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同时还肩负着另一项任务，即保持汉语语

文的纯洁性。由于概念古今转换、中外对接往往牵涉文化的时代性进步与民族性因革，因而往往会出现

名实错位和误植的情形，由此而出现“误植词”。社会学家陶履恭曾指出：“世人用语……转相沿袭，不假

思索，非全失原语之真义，即被以新旨，而非原语之所诂，此必然之势也。”［28］（P1）由此必然会造成语文

“谬错”的情形，如我们所知的娃娃鱼、章鱼、鲸鱼等，因生活于水中，而被命名为“鱼”，这是由直观导致的

错误命名。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其实这三种动物皆非鱼类，而分别是两栖动物、软体动物、哺乳动物。

不同语文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如果译介时不求甚解，便很难避免发生名实之间的错位。例如，20世纪

的西方哲学研究在创造和使用概念时，往往会用本民族传统理念去曲解西哲的理论和概念，造成“理性”

“实践”“科学”“自由”等概念的误读［29］。拙著《“封建”考论》曾对“封建”做过专门论述［30］。对于同一概念

取得一致的认识，即罗素所说的“同意”①，是人际间思想交流的必要前提。概念误植所带来的不良后果，

往往超越语言学范围之外，而直达广大的思想文化层面。由此而言，今日作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理应

揭示误植词发生偏差的机制，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

反观中华文化几千年发展历程，生生不已的汉字文化，既不固守语文民族本位，拒斥外来概念的良

法美意；但同时也决不截断文化渊源，任由外邦行使话语霸权，丧失民族文化立场和自信；更不应当自乱

阵脚，任由某些关键词误植，遗祸后世。保持词语的规范化、纯洁化、精确化，避免被污染、陷入紊乱和退

化，是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收揽异域英华，进而确保文化健康发展所急需的一项守望—前行工作。

① 罗素指出：“语言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实现共同的目标。因此，它的基本概念就是同意。而且，这可以被视为逻辑的出发点。”［31］（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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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意以为，此项工作可致力处至少有二：其一，将词语古典义的追溯与近代义的伸发并重，追索汉字文化

的演化轨迹，以此探知新名的由来有自与变异所据；其二，开放门户，博观外来概念与本民族自有概念的

联系性和差异性，考究新名在古今演绎、中西涵化过程中的生成机制。

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历史文化语义学承担着不可推却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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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xegesis to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emantics

Feng Tianyu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Language is the material shell of thinking and characters and words are the most basic units 

in the free use of a language. In language practice, people always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knowledge of characters and words, trying to figure out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explore 

the derivation and changes in a world of meaning,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at home and abroad. By analyz‐

ing the meaning of characters, we can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words. By analyzing the meaning of 

words, the deeper Tao（道） can finally be thoroughly understood, which is just connected with the current 

popular study of conceptual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words and objects. This field of learning, sparkling end‐

less interest, is bot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nce can be name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emantics". It is de‐

rived from the ancient Chinese exegetics and is a vibrant new branch issued from the vigorous old trunk of ex‐

egetics.

Key words name; characters and words; Tao（道）; culture seman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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